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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象学“无前提性原则”的文化理想

2006年4月2日    来源:作者授权   作者:程志敏 

  

    胡塞尔一生十分关注文化学，表面看来与文化学离得最远的“纯粹逻辑学”，尤其是它的“无前提性

原则”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而现象学的著名纲领“回到实事本身”（或“面向实事本身”，

Zu den sachen selbst），表明了一种新的文化转向的口号，[i]这也是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

中提出来的。尽管“回到实事本身”也许不是什么高蹈的哲学理想，但在各种未经批判的理论及其前提充

斥理论市场的时代，“回到实事本身”作为现象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就具有了浓厚的理想色彩，尤当它

的目的和方法――即“为什么要回到实事本身”以及“如何回到实事本身”――与“严格科学的哲学”和

“无前提性原则”相联系时，现象学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理想（尽管笛卡尔等人对此曾有过不彻底和不自觉

的意识）就变得十分突出了。而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就是理解现象学的文化内涵和它的基本精

神的入口处，胡塞尔后来所说的“悬搁”和“还原”等等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仅仅在哲学这个领域内来说，“严格科学的哲学”这一现象学理想和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

之间的关系，是目的和方法的关系，而它们所共有的精神品质已经包含在纯粹逻辑学的各种属性之中了。

“无前提性原则”就是要通过对任何不可靠前提的否弃并彻底地达到“无”前提的地步，从而保证哲学的

“严格性”和“纯粹性”，其实也是保证文化上的严格性和纯粹性。 

    胡塞尔认为“一项具有严肃的科学性要求的认识论研究必须满足无前提性原则”，是因为“现象学的

对象是‘纯粹’的认识的本质结构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组成。在它的科学确定中自始至终都不包含丝毫

有关实体存在的判断；就是说，任何形而上学的论断、任何自然科学的论断以及特殊的心理学论断都不能

在它之中作为前提发生效用”。[ii]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道家的“绝圣弃智”，而是一种现象学的目

光转向：转向实事本身（或者转向“内在”）。无前提性原则对先入为主的哲学性理论化

（philosophical theorizing）的弃绝，是为了对现象本身进行更纯粹的描述，并让思想仅仅关注内在直

观中的被给予者。[iii]因此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中，本身就开启了一条“正确”理解胡塞尔所谓

“实事”的道路：它不是日常语言中的实在论立场所理解那种存在物，而是指直观中的被给予者或内在的

意向对象和意向相关物。不幸的是“‘走向事物’这个号召有时被过于天真地解释为‘转向外在世界的客

观事物’，而不是转向‘主观反思’”，[iv]而且类似“天真的”的“误释”还经常发生在对其后期的

“生活世界”的理解上。其实胡塞尔自己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现象学”条目中早就说过：“对意识

到的世界的普遍悬搁（对它的‘加括号’）将对相应主体而言始终存在着的世界从现象学的领域中排除出

去，但取代这个世界的位置的是这样或那样被意识到的（被感知、被回忆、被评判、被思考、被评价等

等）世界‘本身’，‘括号中的世界’，或者，取代这个世界或个别的世界事物的位置的是各种类型意识

的意义（感知意义、回忆意义等等）”。[v]  

    如果说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原则意味着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的要求，无论这种中介

是来自权威，还是来源于习性，也就是符合“要暂时排除先验认识之范围的诸问题的必要性”，那么它对

实事的诉求所搭起的是内在的意向性的舞台，或者说进行了“向内”的转向。胡塞尔后来在《笛卡尔式的

沉思》中进一步细化了无前提性原则的内在性转向，他说：“在先验还原的意义上，这无疑意味着：它在

开端上不能设定任何别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这个自我和包含在这个自我本身中的东西，以及连同一个

不确定的可确定性之外”。[vi]胡塞尔无前提性的向内思考，是要构建先验的主体性或先验的唯我论，进

而对世界进行构形性的把握，因此所谓“无前提性原则”（它的具体实施就是其后期的“悬搁”）的用意



就很明显了，胡塞尔在对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和奥古斯丁的箴言的思考中，表达了这种无前提性原

则的功用：“人们必须首先通过悬搁而放弃这个世界，以便在普遍的自身沉思中去重新获得它。用奥古斯

丁的话说：‘不必外求，请返回你自身，真理就寓于人的内心’”。[vii] 

    在胡塞尔那里，无前提性原则既有可能性，又是任何哲学理想的必然要求，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理想的

基本保证。就其可能性而言，一方面有笛卡尔和康德等先哲所开辟的先验道路（不过胡塞尔在无前提性原

则的“批判”性方面更为彻底：如果说康德所批判的主要是“纯粹理性”，那么胡塞尔批判的是“一切理

性”，这种批判不仅能使康德理想中的形而上学成为“未来的”科学，而且能使整个哲学成为科学），另

一方面也有现象学的“悬搁”为具体的手段。而无前提性原则的必然性其实就是思想本身的必然性，也是

思想的禀性：纯粹地对无限的追求。在胡塞尔看来，真正哲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达成一种“建立在最终可

设想的无偏见之上的哲学”，这也是“一种在现实的自主性中由它自身最终产生出来的明见性所形成、因

而具有绝对的自我负责能力的哲学”。[viii]哲学如果舍弃了无前提性原则，那么就不再是哲学，至少不

再是纯粹的哲学，而只是一堆意见或成见而已（倪梁康先生后来在《现象学概念通释》中把“无前提性”

译成“无成见性”，可为明见）。 

    胡塞尔的无前提性原则同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解构”很相似（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学理上继

承关系？），“在胡塞尔那里‘没有前提’所表示的只是企图消除未受彻底审查的前提，或者至少从原则

上说是未被提供给这种审查的前提。因此，所涉及的并不是取消全部前提，而只是取消在现象学上未被澄

清的、未被证实的以及不能证实的那些前提”。[ix]胡塞尔的无前提性原则或悬搁方法同笛卡尔的“普遍

怀疑”方法一样，它的“破”（包括对心理主义的“破”）是为了“立”，即“完全不受超越解释影响地

获取纯粹”，并以此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为这种哲学奠基，实际上，“对于理解胡塞尔整个发展过程及

他的哲学思考最终所承接的品性来说，最富有启发性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精心抉择，这一抉择牵涉到他

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性哲学打下基础的规划。”[x]即便在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中，胡塞尔对“哲学

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都是十分清楚和自觉的。[xi] 

    虽然学界一般都认为胡塞尔的思想经历了几次转变，但从其早年“前现象学时期”的《算术哲学》到

晚年的《危机》，他对绝对、纯粹、彻底的追求都是一以贯之的，坚持不懈地从各个可能的角度追求作为

严格科学的哲学，因此简单地说，胡塞尔无前提性原则中所蕴含的现象学理想就是要解决这个千百年来一

直未得到完满解决的问题：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如何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哲学使命，我们首先

要问：什么样的科学才是“严格的”，或者像海德格尔那样追问：什么是科学？对于“严格”这一概念，

尽管胡塞尔“从来也没有详细论述过这个无所不在的名词的意义”[xii]，但从前面已有论述可以简单地

说：严格即纯粹和彻底。至于“科学”的含义，胡塞尔欲拯救的断然不仅仅是极度扩张之后已颓落的“科

学”，而是古希腊式的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一种彻底的，并因而引为哲学榜样的激进（按：彻

底？）精神重新恢复从绝对奠基出发的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即古代柏拉图的观念，这也就是说，追问作为

包括所有实证科学的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前提的最初的基础”。[xiii]除此之外，其间更有深意在焉。

在“上帝之死”以后，面对纯粹性和确然性的丧失，人类精神如何安身立命就成了大问题。因此，与其说

胡塞尔提倡“无前提性”，不如说他勇敢地“面向”了无前提性，为生活、认知、意识等“现象”寻找可

靠的基础。[xiv]尽管他对认识的批判是要超越出“人的认识”之外，[xv]这自然会遭到猛烈的抨击，但人

间还有什么能比重建万有的根基更伟大的事业呢？ 

    胡塞尔在“欧洲人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中，提出了解决这种危机的方向：追求严格科学的理想

所设置的无限的目标。或者说如果人类要正视已经到来的危机，就必须在科学哲学的精神中重新诞生一

次，[xvi]为思想订立“新约”（在此意义上，“无前提性原则”是不是就相当于精神世界的“大洪水”，

或者彻底清除〔尽管只是暂时的“悬搁”〕理智世界中的“恶”的“灭世洪水”？）。纯粹逻辑学的无前

提性原则，主张“不能为先验哲学附加任何前提”，[xvii]或许就是为了达到永恒的纯粹性，以免思想

（甚至人类自身）陷入变动不居的无序经验之流中，结果就会丧失一切。从肯定的方面看，无前提性原则

在人间世的理想，就是“保持纯粹，导向无限”。[xviii] 

    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xix]胡塞尔现象学恐亦不能例外。

但正是这些伟大的迷误，或者“把他引向绝路”（施皮格伯格语）的那些现象学理想或目标，才充分显示

出他的伟大之处来：胡塞尔敢于面对哲学的困境，在文明的危机和人性的重建方面自觉担当苏格拉底式的

“牛虻”，[xx]并勇于碰撞“有限－无限”这个永恒的问题，勇敢地踏上了“以有涯随无涯”之旅，“由

他的局部成功以及他的失败而产生的许多灵感就保证了使他具有在一种新的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可尊敬的

创始人’的地位”。[xxi]而且，“有限－无限”的问题对于人类的有限理性来说是永远不可解决的，但又

是必须要面对的，于是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就像历史上众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用自己

“西绪弗斯式的苦役”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增添了华美的篇章。因此下面罗织的一点点“意见”，不仅丝毫

无损于胡塞尔的伟大，恰恰反衬出胡塞尔思想的巨大魅力。 

    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在纯粹逻辑学（或现象学）中的贯彻并不彻底，或者说无前提性原则本

身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任何研究中，无前提性原则都是一种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从不严格的角度来

说，无前提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原则，或者说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就是它的前提性原则。从形而上学



的角度来说，既无前提，又何以出发以及何以构造？所以德布尔认为：“《逻辑研究》并没有澄清这样一

个悖论：在世界中并且是世界之一部分的人同时又构造着世界”。[xxii]胡塞尔自己只是到了后来的《危

机》时期，才提出了这个悖论，并进行了消解。[xxiii]但这个消解也许只是暂时的，或者只是在现象学内

部的消解，因为“意识”本身就是现象学未曾言明的隐含前提，而这个前提就从外部破坏了现象学内部的

纯粹性。而且，这个前提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我有意识’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命

题”，维特根斯坦也类似地反对“我知道……”之类的说法。[xxiv]就无前提性原则（或普遍悬搁）这种

温和的不是怀疑的怀疑态度来说，可能即是维特根斯坦所批判的那种在理论上就不可能的“对一切的怀

疑”，因为“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xxv]理由就在于“如果你想怀疑一切，你就什么也

不能怀疑。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设了确实性”（OC，§115）。在这里，当然不存在维特根斯坦和胡

塞尔谁高谁低的问题（即便存在，我也看不出来），而毋宁说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性，即对确实性和纯

粹性的追求（维特根斯坦也追求纯粹性或“无条件可靠的东西”，这是我们借以有把握地、不带任何怀疑

地行事的根据，OC，§196）。我们或者可以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有充分理

由根据的信念的基础那里存在着没有理由根据的信念”（OC，§253），这和海德格尔对“根据的本质”的

探讨一样，都可看作是不同形式的“无根据颂”，胡塞尔纯粹逻辑学的无前提性原则亦当作如是观：这在

面对“无限”时应当采取的一种态度。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些态度分成五种：神学的态度，先验的态度，

实践的态度（比如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等），经验的态度和与这四者相对立的“否定的态度”（或回避的、

解构的态度）。胡塞尔坚定地站在先验的立场上，用“无前提性原则”这根探针寻找“无限”中的可靠基

础。 

    胡塞尔在生活世界路向上的“思”的推进工作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辞世了，因此从生活世界或生活

意义的可能性角度来看，胡塞尔在批判时代精神的错误倾向以及对现象学的艰苦思考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可能还是一朵尚未开透的花蕾。在一定程度上说，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等人接着胡塞尔的路子往前走，在

某些方面多有推进。[xxvi]   

    胡塞尔对纯粹、彻底、严格哲学的追求，其实是哲学和哲学家“自我负责”[xxvii]和“自我批判”精

神的外化，而这种自我负责精神还包含了对现实的严重关切，胡塞尔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施特劳斯说：

“在我们的世纪中，没有一个人像胡塞尔那样如此清晰、纯粹有力、大气地主张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xxviii]。为什么胡塞尔要如此主张，其间就包含着一种“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和“伦理动机”，胡塞

尔本人越来越强调地提到一种应该详细说明的伦理动机，这就是人对于他自己和他的文化的责任感，这种

责任感只有通过那种给予我们的全部主张和信念以尽可能充分说明的科学和哲学来满足。具体说来，“胡

塞尔排除了使许多思想家感到气馁的原因，他消除了对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忧虑，他给年轻一代哲学家注

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而且胡塞尔的鼓舞作用和他对哲学未来的信心传播给了许多卓越的哲学天才，

这是意志幸运的历史命运”。[xxix]这就是胡塞尔“理性的英雄主义”为时代精神所赐赠的福荫。因为胡

塞尔的思考是既是现象学的起点，也是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历史的起点，更是人类迈向“无限”的新起点。 

    面对“整个的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

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的河流”，[xxx]如果说尼采这位“集欧罗巴精神于一身，具备文化的丰富性的非凡

现象”（托马斯·曼语）的人，把自己的身体存在变成了一种思想，采取一种尖锐形式践履自己天才的洞

见，最后以自身对未来文化的献祭昭示了他所理解的一切：把自己钉死在了十字架上。[xxxi]而海德格尔

则跪在十字架下祈祷，并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漫游于心灵的废墟中向世界宣布着真正的福音，期候着上帝的

到来。那么，胡塞尔就是海德格尔后期苦苦期候和寻找的那种“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的人，更是勇

敢地“探入于深渊”的人。[xxxii]不但如此，胡塞尔还试图把一座“没有了至圣的神”的庙宇，[xxxiii]

改造成“生活世界”的场所。或者说，胡塞尔不是在等待，[xxxiv]而是发下了宏大的誓愿，企图以移山之

力填平“超越性”陷落后所留下的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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